
先秦诸子的“春秋”观
———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

戴晋新
*

一 前言

孔子之前已有 “春秋”，刘知幾 《史通·六家》考之甚详; 孔子之后
“春秋”乃有特义，《孟子》与 《左传》 《公羊》 《穀梁》三传言之凿凿。

汉儒视 《春秋》为六经之一，以为其中有圣人之笔，既富经义，复为私家
修史之滥觞。此说由来久矣，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根深蒂固，而质疑与调
停者亦代有其人，学者聚讼千古，终不免信者恒信其所信，而疑者恒疑其

所疑。秦火之后，先秦典籍亡佚甚多，尤以史籍为然①，欲取孟子所称
《晋乘》《楚梼杌》 《鲁春秋》之类以证与孔子 《春秋》事、文、义之异
同，恐怕只有寄望相关简牍埋藏地下且终能重见天日之时②。

书阙有间，想了解汉儒经说确立之前的“春秋”观念，可经由考察先秦
诸子对《春秋》的称引与认识，说明“春秋”一词在孔子之后的二三百年间
被诸子认知的情形。由于历来说《春秋》者多到不可胜计，诸子言及《春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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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晋新，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 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”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: “秦既得意，烧

天下诗书，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。诗书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; 而史记独藏周室，以
故灭。”

《孟子·离娄下》: “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
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: 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姑借《韩非子·显学》批评儒墨俱道尧舜而取
法不同的话说，若晋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、鲁《春秋》不复出，将谁使定孟言之诚乎? 《春秋经》
能保持它的神秘性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法拿诸侯史记与它作事、文、义的充分比对。



的材料自然多少都有人引用过，像墨子号称见过百国春秋、孟子言 《春秋》

的作者与宗旨、韩非大量引述《左传》故事等都是学者所习知的; 唯问题意
识不同，材料的证据作用也就随之而异，即使引用相同的材料，思考的问题却

可能因人而异。对于“诸子如何看待春秋”这个命题，以往有关春秋学史的
论述往往站在经学史的立场，或未予应有的重视，或仅选择性地看重个别诸

子，例如孟子; 本文的旨趣与此稍异，较为着重普遍观察与逆向思考，从诸子

称引“春秋”的情形，说明诸子的“春秋”观念及其相关的史学史含义。

二 《论语》与《春秋》

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言行最重要的史料，其中多次谈到了 《诗》《书》

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，却独独不言 《春秋》，这事颇耐人寻味。有人以此质疑
孔子与 《春秋》的关系①; 有人则以为 “不言”并不意味 “没有”，否则
就是默证，而默证的逻辑是十分薄弱的，何况今本 《论语》经辗转传抄，

已非原本，其间有所讹漏亦未可知②。《论语》言五经而独漏 《春秋》的
现象是否传抄讹漏所致，已无法考证; 但这个现象似乎反映了 《论语》纂
辑者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知，而且在 《论语》流传的过程中也没人意识
到应将孔子与 《春秋》的关系补上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如果孔子与 《春
秋》的关系真如孟子与经学家所言是那么密切而重要，《论语》在纂辑流
传的过程中却一直存在言五经而独漏 《春秋》的现象自然是个疑点，问题
的重点不仅在于独漏，更在于纂辑流传的过程中无人意识到这个阙漏。纂
辑者的疏忽也许是个解释，但不是唯一的解释; 不是疏忽也有可能。如果
不是疏忽，那就意味另一事实，即打从 《论语》纂辑流传伊始就有人对孔
子与 《春秋》的关系有不同于后来 《孟子》与 《公》 《榖》学派的认知。

为什么会这样? 较可能的解释就是当初根本没有孔子与弟子谈论 《春秋》

的记录，所以无从采录。司马迁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提出他的解释， 《史
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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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颉刚: 《与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》 ( 《古史辨》第一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
276—278 页) 、杨伯峻: 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 ( 源流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10—11 页) ，皆为其
例。
张以仁: 《孔子与春秋的关系》，见氏著《春秋史论集》，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版，第

40—41 页。



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，莫能用，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

闻，兴于鲁而次春秋，上记隐，下至哀之获麟，约其辞文，去其繁

重，以制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浃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，为有所刺
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。

“不可书见”，似乎为 《论语》缺少 《春秋》记录提出了解释，但其实不
能解释，因为既有口授，自有流传，否则 《春秋》经文与经义从何而来?

而且既已口授传指，却又不可书见，如何使 “乱臣贼子惧”? 这与孟子所
称孔子作 《春秋》之旨也是矛盾的。孔子既授弟子 《春秋》，何以纂辑
《论语》者一无所录? 孔子的语录除了 《论语》，散见于先秦文献中的还
有很多，其中有些可能是附会、假托，出于造说，而非实录; 有些则难以
考论。在 《论语》纂辑流传的过程中并未将这类语录收入，包括著名的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的 “孔子曰: 知我者其惟 《春秋》乎? 罪我者其惟
《春秋》乎?”孟子引述的孔子之言若为实录， 《论语》似无不录之理。
“《论语》不言 《春秋》”，当记而未记，也有可能是反映 《论语》纂辑者
“多闻阙疑”的另一观点，学者单凭对默证法的质疑来辩解尚不足以
释疑①。

三 《墨子》与《春秋》

《墨子·明鬼下》有: “著在周之 《春秋》”“著在燕之 《春秋》”“著
在宋之 《春秋》”“著在齐之 《春秋》”等语，墨子引此四国春秋，虽然意
在明鬼，但从其论证的方式看，乃是广征历史记载为证，其所谓 “春秋”

实系通名而非专指某一部书，因此周有周的 《春秋》，燕有燕的 《春秋》，

宋有宋的 《春秋》，齐有齐的 《春秋》，“春秋”只是各国史记的通名; 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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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朱维铮谓: “《论语》主要是孔子晚年部分语录的汇编，他生平的很多重要事迹均未录入，
因而不能据以推断孔子没有编著过 《春秋》。”见氏著 《中国史学史讲义稿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
2015 年版，第 31 页。论证方法还是对默证法的质疑，而未考虑传说孔子编著《春秋》正在其晚
年，《论语》既然主要是孔子晚年部分语录的汇编，何以不记其晚年最重要的工作? 何以言五经而
独漏《春秋》? 朱氏又举《庄子》曾说孔子治《春秋》， 《韩非子》记有孔子与鲁哀公讨论《春
秋》的对话，以证“从战国到两汉，说及孔子与《春秋》关系的，也不只是孟轲”; 说恐未的，
参本文第 5 节与第 7 节相关讨论。



与其后的孟子能分别晋史为 《乘》、楚史为 《梼杌》、鲁史为 《春秋》，显
然大异其趣。墨子每引完一国春秋，必曰: “诸侯传而语之曰”如何如何，

这也与春秋时代各国史官间的 “赴告”制度相合①。墨子为战国初期人，

对 “春秋”一词的性质及其相关制度的了解似较合于古义。
《隋书·李德林传》答魏收书: “墨子又云: ‘吾见百国春秋。’”刘知
幾 《史通·六家》亦云: “故墨子曰: ‘吾见百国春秋。’”今本 《墨子》

未见此语，《墨子·非命下》: “尚考之乎商、周、虞、夏之记”，则墨子
所见固不止周、燕、宋、齐四国春秋而已，李、刘所引不知是别有所据?

还是刘据李书，而李书只是行文时对墨子所见春秋一种印象式的概括?②

墨子既号称见过百国春秋，能考商、周、虞、夏之记，又引述周、燕、

宋、齐春秋所载故事，自是 “习于春秋”之人③，其书完全未称引 《鲁春
秋》与 《春秋经》，对孔子 《春秋》似亦一无所闻，他的 “春秋”观念与
意识反映了一些历史情况，在 “春秋”观念史上有一定的意义。

四 《孟子》与《春秋》

孟子私淑孔子，两言孔子作 《春秋》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:

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，

孔子惧，作 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: “知我者
其惟 《春秋》乎? 罪我者其惟 《春秋》乎?”……孔子成 《春秋》而
乱臣贼子惧。

《孟子·离娄下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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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史官有互书各国大事的制度与传统，《左传·文十五年》“名在诸侯之策”、《左传·
宣二年》“赵盾弒其君”、《左传·襄二十年》“名藏在诸侯之策”、《左传·襄二十五年》“崔杼弒
其君”、《国语·晋语二》“惧为诸侯载”等皆可为证。

《公羊传·疏》引闵因〈序〉谓孔子“使子夏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”，显然更是夸
诞，连一本“宝书”的书名也没有，目的似乎只是要在数量上胜过“百国”，不让墨子专美。

《国语·晋语七》，司马侯对晋悼公说: “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”，《国语·楚语上》，申叔
时论教太子时曰: “教之以《春秋》”，事皆在孔子之前，孔子之前既有习于《春秋》之人，墨子
习于“春秋”亦不足为奇。



王者之迹熄而 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 《春秋》作，晋之 《乘》，

楚之 《梼杌》，鲁之 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

孔子曰: 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”

孟子直言孔子作 《春秋》，并且也引述了孔子 “知我、罪我”的话，很像

是第一手材料，广被征引，影响深远。只是孟子崇拜孔子，盛赞 《春秋》，

而 《孟子》通篇竟未引述 《春秋经》内容片言只字，不免启人疑窦。孟子

述史常掺杂己意，像他说的周室爵禄班秩与井地之法征诸史实皆未可尽

信①，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曾批评他:

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然而犹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。案往旧造

说，谓之五行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。案饰其辞

而祇敬之曰: “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”

荀子的批评如何? 当然也是见仁见智。不过孟子引述孔子的话并未见于先

秦其他文献，严格说来是个孤证，究竟是否属于荀子说的 “此真先君子之

言也”之类，虽未可确知，然实颇可疑。

孟子认为孔子 《春秋》与其他 “春秋”一类的诸侯史记，其 “事”

与其 “文”固然相类，但孔子 《春秋》多了特殊的 “义”，性质便大不相

同。其义为何? 孟子没有明说，只说 “王者之迹熄而 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

然后 《春秋》作”，然则孔子窃取的义应与 《诗》教有关， 《诗》教与
“王者”有关，“《诗》亡然后 《春秋》作”，《春秋》当然也与王者有关，

孟子自己也说 “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”。孟子说诗，“以意逆志”②，连公

刘好货、太王好色的话也说得出来③，“《诗》亡然后 《春秋》作”恐怕也

只是他的一家之言。总之，孟子认为世衰道微乃有孔子 《春秋》之作，乱

臣贼子因而有所惧，那么他对 《春秋》经文应有所了解与引述才是。《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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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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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孟子述史未可尽信，请参拙作《论孟子述史的不可尽信》，《辅仁历史学报》第 1 期，
第 21—52 页，1989 年; 关于孟子述史未可尽信的原因，请参拙作《孟子历史观念试释》，《文献
与史学———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》，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2 年版，第 370—
388 页。

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。



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云:

及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孙固、韩非之徒，各往往捃摭 《春秋》之文
以著书，不可胜纪。

似乎孟子曾征引 《春秋》文字。事实上太史公所说 “捃摭 《春秋》之文”

的 《春秋》并非专指 《春秋经》，还包括了 《左氏春秋》; 而孟子书中也
并未征引 《春秋》经文，引述史事有些倒与 《左氏春秋》有关，最明显的
例子为 《告子下》述葵丘之会，所引誓辞 “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后，言
归于好”，与 《左传·僖九年》所载完全相同。近人研究孟子与 《春秋》

的关系，指出: “孟子全书引用 《左传》达二十次以上，却只字未提左氏;

对孔子作 《春秋》推崇甚高，而对 《春秋经》则未见一引。”① 这个现象
当然有些矛盾，似乎孟子没见过 《春秋经》，只见过 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成
书年代若依其预言验否为断，约为公元前四世纪前半叶②，与孟子大致同

时，孟子或曾得见。孟子得见 《左传》与否并非问题重点，即使未曾得
见，孟子熟知春秋史事因而引用与 《左传》同源史料亦不足为奇。问题的
关键在孟子如果见过 《春秋经》，以他对孔子 《春秋》的了解与推崇，征
引 《春秋》时不可能引 《左传》而不引孔子 《春秋》; 如果孟子没见过孔
子 《春秋》，他说的 《晋乘》《楚梼杌》《鲁春秋》与孔子 《春秋》之事、

文、义之异同，又何所据而云呢?

五 《庄子》与《春秋》

《庄子》言春秋有三处，《齐物论》云:

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; 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; 春秋经世

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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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姚曼波: 《春秋考论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47 页。笔者对于孟子引用与《左
传》相同故事是否直接出于《左传》仍持保留态度，对于姚氏因孟子“称《春秋》之名而引《左
传》之实”的现象遂怀疑孔子《春秋》即《左传》这类的说法，也不能认同。

《左传》成书年代考之者众，难有定论，然其书流行于战国时代则为事实。



《齐物论》通篇论 “道”，按上下文意与旧注，其所谓圣人并非指孔子，
“春秋”也不是指 《春秋经》。

《庄子·天运》:

孔子谓老聃曰: “丘治 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
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; 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论先王之道
而明周召之迹，一君无所钩用。甚矣夫! 人之难说也，道之难明邪?”

老子曰: “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! 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……”

《天运》篇中多寓言，记孔子、子贡问道于老子，一般认为是庄子后学所
作，非庄子亲笔，“六经”之名就是明显的破绽，前人早就说过: “庄子生
于战国，六经之名始于汉，而庄子之书称六经，意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

庄子。”① 既称 《春秋》为六经之一，即不可能指 《鲁春秋》，然孔子又焉
有称自己的 《春秋》为六经之理? 孔子若修、作 《春秋》，又岂可言
“治”? 老子又怎么可能视孔子作的 《春秋》为 “六经”之一，为 “先王
之陈迹”? 《天运》篇此言问题很大，虽说是寓言，但破绽甚明，也是够荒
唐的了。按本篇作者之意当然以为 《春秋》就是 《春秋经》，但由于以上
的原因，并不能代表庄子其人的 “春秋”观念。
《庄子·天下》:

《诗》以道志， 《书》以道事， 《礼》以道行， 《乐》以道和，
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

本篇论天下学术，包括评论庄周以及庄周之后公孙龙的学说，当非庄子亲

笔。本段所说六经宗旨完全是儒家的观点，既云 “《春秋》以道名分”，

自然指的是 《春秋经》，但同样不能代表庄周本人的 “春秋”观念。

以上三则，有两则所谓 《春秋》乃指 《春秋经》，显系后出; 至于
《齐物论》中的 “春秋”二字，未必指文献名，即使指文献，也是泛指先
王典志，而不是指孔子 《春秋》。《庄子》其书虽言及 “春秋”一词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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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黄震: 《黄氏日钞》卷五五， 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，第
708 册第 401 页。



际只有 《齐物论》一则可视为庄子本人的 “春秋”观念，这是引 《庄子》

以言 《春秋》必须注意的。

六 《荀子》与《春秋》

《荀子》数言 《春秋》。《劝学》篇云:

故 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; 《诗》者，中声之所止也; 《礼》者，

法之大分、类之纲纪也，故学至乎 《礼》而止矣。夫是之谓道德之
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， 《乐》之中和也， 《诗》、 《书》之博也， 《春
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
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

《儒效》篇云:

《春秋》言是其微也。

《大略》篇云:

《春秋》贤穆公，以为能变也。

故 《春秋》善胥命，而 《诗》非屡盟，其心一也。

《劝学》与 《儒效》两篇强调 《春秋》的旨趣在一个 “微”字，“约而不
速”也与 “微”义相通，虽然荀子没有进一步的说明，但 《春秋》之微
当然就是 “微而显”“微言大义”的微，荀子说的 《春秋》显然是指 《春
秋经》。
《大略》篇的 “《春秋》贤穆公”“《春秋》善胥命”，与 《公羊》之
义相通，近人更考释 《荀子》言 《春秋》兼采 《左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三传
之义①，可见荀子对 《春秋》的理解已趋近于经学化了。

荀子以博学著称，唯其所言 《春秋》似专指 《春秋经》，既无墨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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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百国春秋”之义，亦非孟子说的 《鲁春秋》之类。荀子的 “春秋”视野
何以会有此 “蔽”? 除了儒家背景，极可能与他的时代较晚， “春秋”已
经经学化与专名化大有关系。

七 《韩非子》与《春秋》

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: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: “《春秋》之记曰: ‘冬十二月， 霜不杀
菽’，何为记此?”仲尼对曰: “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。夫宜杀而不杀，

桃李冬实。天失道，草木犹犯干之，而况于人君乎?”

《春秋经·僖三十三年》，冬十有二月:

陨霜不杀草，李梅实。

这段材料学者有不同的解释，一种解释是哀公所说的 《春秋》当指 《鲁春
秋》或 《公羊传》上的 《不脩春秋》①，僖三十三年经文略有出入即为孔
子所修的结果。另一种解释是哀公所说的 《春秋》即 《春秋经》，文字出
入当是古人引书往往仅取大意或关键语的习惯所致， 《春秋经·定元年》

有 “冬十月，陨霜杀菽”之语，《内储说上》引 《春秋》经文将杀草、杀
菽记错也不无可能。本段文字另一重点在 “仲尼对曰”，有人认为 《鲁春
秋》本来只是 “记异”，“仲尼对曰”正是孔子赋予经义的一例②; 有人则
以为经文冬十二月实为夏正九月，“不杀”是正常的，所谓记异实为历法
弄错的误记，“仲尼对曰”其事难信③。其实 《内储说上》讲的是人主所
用 “七术”，“仲尼说陨霜”是第二术 “必罚明威”——— “爱多者则法不
立，威寡者则下侵上，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”的例证之一，引述者正
是要拿 “仲尼对曰”证明自己的主张，至于文意的掌握是否忠于仲尼，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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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公羊传·庄七年》: “《不脩春秋》曰: ‘雨星不及地尺而复’，君子脩之曰: ‘星 如
雨’。何以书? 记异也”，《不脩春秋》一般认为即《鲁春秋》，君子即孔子。
赵伯雄: 《春秋学史》，第 10—11 页。
杨伯峻: 《春秋左传注》上册，第 493—494 页。



难考实，亦非重点。就故事内容看，孔子与哀公讨论鲁史书法的可能性较
高，就像孔子曾批评董狐的书法，批评的乃是晋史; 孔子与哀公讨论自己

的书法似较不可能，韩非此处所说的 《春秋》自以指 《鲁春秋》较为
合理。
《韩非子·奸劫弒臣》:

故 《春秋》记之曰: “楚王子围将聘于郑，未出境，闻王病而反，

因入问病，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，遂自立也。齐崔杼，其妻美，而庄
公通之，数如崔氏之室，及公往，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。

公入室，请与之分国，崔子不许; 公请自刃于庙，崔子又不听; 公乃

走踰于北墙，贾举射公，中其股，公坠，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，

而立其帝景公。”

王子围与崔杼二人事分见 《左传·昭元年》与 《左传·襄廿五年》传文，
《春秋》经文不载，此所谓 《春秋》一般认为指 《左氏春秋》。同篇又云:
“上比于 《春秋》”，所指亦同。

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:

患之可除，在子夏之说 《春秋》也。

子夏怎么说 《春秋》呢?

子夏曰: “《春秋》之记臣杀君，子杀父者，以十数矣，皆非一日
之积也，有渐而以至矣”……故子夏曰: “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。”

《外储说右上》讲的是 “君所以治臣者有三”，其一曰 “势不足以化则除
之”，意思是作臣子的如果与君王争民心、争势力，君王必须防微杜渐，

不可任其坐大。韩非所谓子夏说 《春秋》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，故引以为
证。子夏说的 《春秋》，依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 “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

前后文推断，当为孔子所授，自然是指 《春秋经》。不过也有人认为 《韩
非子》中的 《春秋》常指 《左氏春秋》，兼以韩非为子夏说 《春秋》所举
的田常、晏婴故事见于 《左传》而不见于 《春秋经》，子夏说的 《春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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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指的应是 《左传》①。
《韩非子·备内》:

上古之传言，《春秋》所记，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，未尝不从尊
贵之臣也。

这里的 《春秋》，似指一般史书的通名，而非专指哪一部 《春秋》。 《备
内》篇又云: 故 《桃左春秋》曰: “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。” 《桃左春
秋》，或谓 《桃兀春秋》之误写，即 《楚梼杌》; 或谓 《赵左春秋》，为赵
国所传 《左传》; 或谓乃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之一种。各说皆无确据，仅能
视为一古书名②。
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记晋文公攻原得卫的故事，并说 “孔子闻而
记之曰: ‘攻原得卫者信也’”，此事 《春秋经》未载，见于 《左·僖廿五
年》，但没有 “孔子曰”或 “君子曰”。所谓 “孔子闻而记之”，不知记于
何处? 孔子曾批评晋文公 “谲而不正”③，褒贬与此不同。《外储说左上》

引晋文公故事是为了说明 “小信成则大信立，故明主积于信”，韩非不过
是借孔子的话作为结语，有 “君子曰”的意思，但不能以此证明晋文公攻
原得卫的故事为孔子所记，更不能据此推论 《左传·僖廿五年》所记文字
与孔子有关。
《韩非子》引证史事极为丰富，其中取材与 《左传》相同者不少，前
人多有指出④。一般认为这种情形虽然未称引 《左传》，实即引自 《左
传》，所谓 《春秋》，实指 《左氏春秋》。在 《韩非子》中 《春秋》有时
指 《左传》，有时又指 《春秋经》或 《鲁春秋》，有时则是泛称春秋类
书。韩非对 “春秋”似无分辨的概念，一词多义，才会出现以上的
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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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姚曼波: 《春秋考论》，第 56—57 页。按姚以田常、晏婴事为子夏所说，非韩非所举，句
读恐误。
参周勋初《韩非与百国春秋》，《南京大学学报》 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1978 年第 3 期，第

122—128 页。周文申《楚梼杌》之说，但终无确据。
《论语·宪问》。
章炳麟《丙午与刘光汉书》云，“韩非采左氏说最多”; 周勋初《韩非与百国春秋》曾举

证多条。



八 《吕氏春秋》与《春秋》
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是一篇有关春秋学的重要文献，大意谓孔
子 《春秋》之后，自左丘明以迄董仲舒一干人等，各自从不同目的作了与
《春秋》有关并且以 “春秋”为核心书名的著作，然而各有短长:

儒者断其义，驰说者骋其辞，不务其终始; 历人取其年月，数家

隆于神运，谱牒独记世谥，其辞略，欲一观诸要难。于是谱十二诸
侯，自共和讫孔子，表见 《春秋》、 《国语》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
篇，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。

按太史公的意思似乎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也是某种意义的春秋学。被太史公
点到名的人之中有吕不韦:

吕不韦者，秦庄襄王相，亦上观尚古，删拾 《春秋》，集六国时
事，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为 《吕氏春秋》。

依太史公的说法， 《吕氏春秋》也是春秋学的一支，并且 “删拾 《春
秋》”，唯今本 《吕氏春秋》中并无 《春秋》经文，“春秋”之名亦仅见于
《求人》篇:

观于 《春秋》，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，其所以得之，所以
失之，其术一也。得贤人，国无不安，名无不荣; 失贤人，国无不
危，名无不辱。

此 《春秋》起讫与 《春秋经》相同，所指似为 《春秋经》。唯此处征引
《春秋》，既未引其文，亦非喻其义，只是泛说这十有二世期间的史事可证
明国之安危乃系于人之贤否; 如果只看 《春秋经》本文恐怕不易读取人才
得失与国家安危的具体事证。其后所举宫之奇与伍子胥二例，事见于 《左
传》，不见于 《春秋经》，其他尧、舜、禹的例子亦与 《春秋经》无关。

所谓 “观于 《春秋》”云云，也可能指的是 《左氏春秋》，事实上 “自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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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”就是拿来指 《左传》也没有什么不妥，《左传》

史例丰富，人物鲜明，又有许多 “君子曰”，得失鉴戒易于读取。
《吕氏春秋》中的 《春秋》之名仅一见，而征引其他史事的例子则颇
多，其中有些亦见于 《左传》，文字虽有出入，但可看出讲的是同一件事，

例如 《乐成》篇言子产执政、《为欲》篇言晋文攻伐原、《权勋》篇言晋
灭虞等皆是。《吕氏春秋》中不见 《左传》或 《左氏春秋》之名，在 《左
传》与 《韩非子》同载的事例中，《吕氏春秋》的引述有时更近于 《韩非
子》。虽然太史公将 《吕氏春秋》列为春秋学的一例，但从种种迹象看来，

整部 《吕氏春秋》谈到 《春秋》的地方很少，对 《春秋》的认识仅止于
“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”而已，而且很可能实际指的还是 《左氏
春秋》。

九 结语

从诸子引述 《春秋》的情形可以看出诸子对 “春秋”一词的认识并不
一致，《论语》的纂辑者应录 《春秋》而未录，并未意识到后人所称的孔
子与 《春秋》的关系; 《墨子》所称的 《春秋》意指各国史记; 《孟子》

能辨孔子 《春秋》与 《鲁春秋》之别以及 《鲁春秋》与 《晋乘》 《楚梼
杌》之同，但引述 “春秋”时却不引孔子 《春秋》而引 《左氏春秋》;
《庄子》言及 《春秋》，或系后人窜入，或泛指先王典志，难为孔子 《春
秋》之证; 《荀子》所言 《春秋》为 《春秋经》; 《韩非子》言 《春秋》

具有多重含义，但最常指的乃是 《左氏春秋》; 《吕氏春秋》虽有 “春秋”

之名，其言 《春秋》，殆指 《左氏春秋》。《论》《墨》的无视 《春秋经》，
《孟》《荀》的特言 《春秋经》， 《韩》 《吕》的以 《左氏春秋》为 《春
秋》，这些现象除了学派传承的关系，“春秋”词义的时间变化也是不容忽
视的因素。

近人或以诸子言及与春秋经传有关的事、文、义来说明彼此间的关
系，方法固然不错，但运用时仍有些问题。秦火以前诗书百家语与各国史
记存者尚多，诸子内容与春秋经传有关系的部分若言明出处自无问题; 未

言明者其来源就有可能是与经传同源而非直接受某经某传影响。一般的说
法多假定只要诸子引述内容与 《春秋》经传相同、相似、相通，则必然源
自经传，忽略了彼此同源的可能性。这种说法无异假定诸子见过 《春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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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或传，那为何鲜见诸子引孔子 《春秋》经文，引的多是 《左氏春秋》?

其时 《公羊》《穀粱》只有口说尚未写定，诸子何以也都能知其内容? 再
说，所谓事、文、义的相同、相似、相通，每一则个案能否成立，尚有认
定与解释的问题; 即使能够成立，也可能是与 《春秋》经传同源，而未必
皆出于 《春秋》经传。像 “唇亡齿寒”“臣弒君、子杀父”之类，已是先
秦通用成语与故事，若凡有所同必欲谓引自 《春秋》经传，恐陷于拘泥①，

忽略了当时人能见到的 “春秋”实有多义，不能无条件的皆视为 《春秋》

经传。

诸子征引史事，所引故事同于 《左传》者不少，出自 《春秋经》者可
说绝无仅有，似乎 《左氏春秋》较孔子 《春秋》流传更广，可见 《春秋
经》确是儒家所独尊。另一方面，诸子述史多取 《左传》，也可能是此时
人们历史意识的反映，述往事需要的是完整明白的叙事，而非微言大义的

书法，因而征引 《春秋》多取 《左氏》。这种由简而繁、由微而显的历史
叙事要求，从 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叙事结构与内容篇幅的发
展已充分得到证明。将先秦诸子的 “春秋”观与诸子征引 《春秋》多取
《左氏》的现象放到时代脉络中去理解，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自然是有其
意义的。

37先秦诸子的“春秋”观

① 像《韩非子·存韩》李斯《上韩王书》: “且臣闻之: ‘唇亡则齿寒。’”此语亦见《左
传·僖五年》，李斯所闻是否一定来自《左传》? 恐怕未必。又《管子·法篇》: “故《春秋》之
记，臣有弒其君，子有杀其父者矣。”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子夏说《春秋》义亦与此相近，唯
《春秋》是否一定指《春秋经》? 难道诸侯史记都不载弒君杀父之事? 恐亦不然。


